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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土地出让过程中地方政府官员利用“压低工业地价、抬高住宅地价”的方式发展地方

经济,导致不同用途的土地出让价格之间形成巨大的“剪刀差”。地方政府官员变更频繁带来的

政策不确定性将影响土地市场价格波动。基于官员变更频率的视角,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

上,使用2009—2018年中国211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政策不确定性对

土地出让价格“剪刀差”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1)官员变更频率增高引致的政策不确定性

将显著减小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2)这种政策不确定性对土地出让价格“剪刀

差”的影响呈现区域位置和城市规模的异质性;(3)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随中国共

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呈现政治周期性;(4)引入政企合谋变量后发现,官员变更频率越高,
越能够通过削弱政企合谋效应的机制减小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据此提出,应完

善官员治理制度,规范地方政企关系;推进土地制度市场化改革,激发土地市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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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土地不断扩张。中国地方政府长期以来采用“以土地出让为中心”的发

展模式,不仅实现了地方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也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方向。而不同用途的土地出让

价格不同,工业用地价格往往低于住宅用地价格,这不仅仅是市场供需导致的,也是政府对土地出让的干

预行为引起的。多年以来,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和住宅用地出让价格之间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剪刀差”[1],
这对区域经济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在经济发展初期,住宅—工业用地价格“剪刀差”间接推动了中

国城镇化进程。一方面,住宅用地价格的提高既促进房地产市场繁荣,也使地方政府获取高昂的土地出

让金实现土地财政增长进而完善城市基础建设[2]。另一方面,压低工业用地价格有利于吸引更多企业投

资和劳动力流入进而促使城市扩张发展[3]。因此,随着住宅—工业用地价格“剪刀差”越来越大,地方政

府官员越发倾向于选择“高住宅用地价格与低工业用地价格”的政策搭配。但地方政府利用住宅—工业

用地价格“剪刀差”只能取得短暂的经济发展,并不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巨大的地价“剪刀差”不仅导致

房地产市场超前发展,使民众承受更高的房价,也带来大量低品质投资,如近些年许多工业企业出现严重

污染问题。地方政府在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上的权衡取舍也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的发展差异,而在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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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下,城市、区域乃至国家都越来越重视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土地价格平衡将有利于经济稳定发展、人民幸福生活。目前,在土地出让过

程中地方政府已经难以通过压低工业用地价格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4],更不能违背“住有所居”的初心

而一味抬高住宅用地价格,因此规范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逐步缩小土地出让价格差异是实现地区均

衡与协调发展的着力点。
地方主政官员作为地方政治权力的代表,可根据法律规定在辖区内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从而对地

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中国地方官员作为地方政府主要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在施政过程中实

际享有广泛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和自由裁量空间,同时地方官员个人对政策的理解程度、执行力度以及

政府收支决策的认知都不相同。此外,在“晋升锦标赛”的机制下,官员在任时具有强烈的动机建立政企

关系网,通过政企合谋快速达到绩效目标并实现晋升。因此,随着地方官员在任时长的增加,当地政企合

谋氛围会更加浓厚[5]。既有文献证实了地方官员变更对企业发展和地方经济的影响[6],刘海洋等[7]的研

究中提供了地方官员变更影响政企关系的间接证据。在土地出让中也时常看到政府官员的身影[8],政府

官员联合地方企业“以地引资”和“以地生财”进而互相谋利,加剧了不同用途的土地出让价格差异。然

而,这种政企关系会随着地方主政官员变更出现破裂和不稳定。具体来说,官员变更对前任官员所建立

的政企关系网形成震慑效应,使短时间内土地出让很难受到严重的行政干预,有利于减少官员在土地出

让过程中的过度干预行为。当官员频繁变更时,地方政治权力随之发生转移,传递出政策执行延续性或

政策执行力度将要变化的风险信号,导致政策不确定性增加,进而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直接且重要

的冲击[9]。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地方政府官员变更频率增高引致的政策不确定性是否

会影响土地出让价格“剪刀差”? 这种影响是否存在政治周期? 这种政策不确定性对土地出让价格“剪刀

差”的影响是否与政企合谋有关? 因此,本文进行了如下工作:首先,在理论模型中考虑了土地要素,即政

府出让土地,代表性家庭和厂商消费土地,进而从理论层面分析官员变更频率与土地出让价格“剪刀差”
的基本关系,并基于相关文献阐述了官员变更频率增高引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土地出让价格“剪刀差”的
影响机制;其次,利用2009—2018年211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官员变更频

率增高引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对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的影响;最后,从政治周期与政企合谋

角度深入研究了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土地出让价格“剪刀差”的机制和原因。
本文主要的边际贡献在于:(1)从官员变更频率这一新视角考察政策不确定性对住宅—工业用地价

格“剪刀差”的影响;(2)在理论模型的演算中建立了官员变更频率与土地出让价格“剪刀差”的联系,在理

论层面深化了二者关系;(3)基于政治周期和政企合谋讨论官员变更频率影响土地出让价格“剪刀差”的
机制。

一、文献综述

(一)政策不确定性与官员变更

政策不确定性指的是政策是否出台、政策出台时间、政策执行方式和政策执行力度所带来的不确定

性[10]。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在国家整体政局稳定的框架下,施政主体在时间或空间上的变动,如选举年

度、官员调动等,会带来政局不稳定[11],这也是政策不确定性最显性的社会表现。而地方官员对管辖范

围内的社会经济负有主要责任,因此官员变更导致前后届政府施行政策的不连续与不稳定,预示着政策

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地方经济与社会活动的运行情况[9]。
那么,官员变更为什么会带来政策不确定性呢? 官员作为理性人,不仅具有政治绩效和晋升压力,也

存在个人逐利行为,因此有动机在管辖范围内进行不同程度的行政干预或策略谋划。每个国家或地区都

存在政商结合的情况,中国也不例外。地方政府官员既存在建立政企关系谋取私利的动机[12],也有借助

企业力量改善社会福利的目的[5]。对于需要通过竞选获得晋升的国家或地区来说,政企合谋能够帮助官

员获得资金与社会资源进而提高竞选成功率[13]。在中国,“晋升锦标赛”要求官员在有限任期内获得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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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政治成就,而政企合谋也能够帮助官员交上一份高分成绩单。但是,一旦官员发生变更,政企关系不

得不中断,地方经济也随之发生变化[5]。刘海洋等[7]从政策不连续性、官员贪腐行为以及政企关系识别

了官员变更对当地企业生存风险的影响,Chen等[14]研究了以地方政府官员变更为代表的政治不确定性

对企业进入的影响,发现官员变更显著减少了企业进入,特别是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陈德球等[15]

也发现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其原因是官员变更使企业无法识别好的

投资机会,进而导致投资规模减小。
上述文献皆考虑到官员变更前后对企业或整体经济的影响,但鲜少研究提到官员变更频率高与低的

问题,官员变更频率是官员变更的量化指标,能够检验出官员变更对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Song等[16]利

用中国城市官员更替的频率和可预测性来分析其对地区空气质量的影响,当变更频繁且可预测时,地方

官员将更有动力实施积极经济政策,尽管是以损害空气质量作为代价。梁平汉等[17]发现官员更替频繁

降低了政企合谋的可能性,使得地方法制环境和自然环境更好。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选取官员变更频率

作为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

(二)土地出让价格“剪刀差”

尽管竞租理论中提到每一块土地的价值是由企业或居民市场竞争的结果,但存在政府干预的情况

下,地价就不再完全由市场决定。中国土地市场化并未实现土地要素需求端和供给端平衡,现今工业用

地、商服用地或住宅用地,不论是出让面积还是出让价格之间都存在较大差异。李力行等[4]研究发现,地
方政府长期采取低地价和协议出让为主的粗放型土地出让方式,不仅使土地资源出现严重错配,也带来

生产效率损失。谢呈阳等[18]也认为政府大规模出让工业用地、不饱和供给商住用地的方式对城市创新

的影响显著为负,因此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对社会经济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目前,中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土地公有制结构,城市土地为国家所有,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在

这种所有制结构下,企业需付出一定的成本获取土地使用权,土地出让价格则是最主要的成本。自从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为获取更多收入,将土地出让与抵押收入均收入囊中,使政府对土地的

依赖性大大提高,进而政府官员的行政干预行为对中国土地市场运行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如政府出台减

少土地供应量的政策会直接导致地价剧烈上涨。在中国土地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对土地出让市场

的干预从未停止。地方政府官员通过干预土地要素的出让数量、出让方式、出让价格等实现自己的政治

目的,但过多的干预并不利于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此外,地方官员存在联合企业合谋的动机,不断增加

协议出让的比例,挤出“招拍挂”出让的土地,这是因为协议出让方式更有利于政府操作,同时协议出让的

土地价格又远远低于“招拍挂”出让价格。学者们提出“以地引资”的观点也验证了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

并发展辖区经济以低价出让工业土地,同时高价出让住宅或商服用地进而获得城市建设资金和经济增长

的事实[19]。综上所述,政府官员对土地出让的过多干预已经不利于土地市场健康运行,现今住宅—工业

用地价格“剪刀差”已成为常态,甚至出现价格差异越来越大的趋势。本文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试
图揭示官员变更频繁引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土地出让价格“剪刀差”的机制。

二、理论模型与影响机制分析

(一)理论模型

本文在基本的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中引入房地产部门,为了能更好地刻画政策不确定性,引入

了政府部门①。在本文的模型设定中,政府是土地的唯一供给方,房地产部门与生产部门都利用土地进

行生产,另外政府决策不仅要考虑当期收益,还要考虑未来预期收益,而政府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确定

性会导致政府跨期决策短视化,这种短视会影响政府短期土地出让行为,进而影响土地市场价格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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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考虑到本文的研究主体是政府部门的土地出让行为,为了简化模型,本文不讨论金融货币市场的摩擦对模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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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代表性家庭

参照宏观模型基本研究范式,本文设定代表性家庭为无限期生存,家庭每期可以选择消费Ct、住房

ht 以及劳动时间Nt,来获得效用最大化:

E0∑
∞

t=0β
t(lnCt+jlnht-θlnNt) (1)

其中,E0 代表初始阶段的期望,β、j、θ分别代表贴现因子、房地产需求与劳动供给的效用权重。代

表性家庭给生产部门和房地产部门提供劳动时间为nc
t、nh

t,Nt 为nc
t 和nh

t 的复合形式[20]:Nt =

ξc( )-1/τ nc
t( )(1+τ)/τ + ξh( )-1/τ nh

t( )(1+τ)/τ[ ]τ/(1+τ)。

代表性家庭提供的劳动时间在效用函数中存在差异,τ为各部门劳动供给之间的替代弹性,ξc 和ξh

分别为稳态时代表性家庭在生产部门和房地产部门的劳动供给与总劳动供给之间的比重。家庭每期在

生产部门、房地产部门提供劳动所获得工资可以用于消费以及增加新的住房需求。因此家庭的预算约束为

Ct+qh
t ht- 1-δ( )ht-1[ ]=wc

tnc
t +wh

tnh
t (2)

其中,δ为住房存量的折旧率,qh
t 为房价。在家庭的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效用函数,得出下列最优化

条件:

1/Ct=λt (3)

θ/Nt( ) Nt( )-1/τ ξc( )-1/τ nc
t( )1/τ =λtwc

t (4)

θ/Nt( ) Nt( )-1/τ ξh( )-1/τ nh
t( )1/τ =λtwh

t (5)

j/ht+βEtλt+1 1-δ( )qh
t+1=λtqh

t (6)

2.生产部门

生产部门由完全竞争厂商组成,生产同质的商品,生产部门的厂商向家庭雇佣劳动、向政府购买工业

土地Lc
t 进行生产。假设厂商的生产函数为

Yc
t =Ac

t nc
t( )1-α

c
Lc

t-1( )αc (7)

其中,Ac
t 是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率,αc 是土地要素产出的弹性系数。本文在生产函数的设定中没

有加入物质资本变量,主要是因为本文研究目的是考察政策不确定性下政府土地财政行为所引起的土地

出让策略的变化,虽然物质资本在整个市场运行的过程中非常重要,但是对于研究主题不存在显著性影

响,因此未将物质资本变量加入模型中讨论。生产部门的成本来自付给劳动力的工资总额以及购买土地

的成本,因此企业利润函数满足

Πc
t =Ac

t nc
t( )1-α

c
Lc

t-1( )αc -wc
tnc

t -Pc
tLc

t

其中,Pc
t 代表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厂商利润最大化,可以得到

wc
t = 1-αc( )Yc

t/nc
t (8)

3.房地产部门

房地产部门同生产部门一样,向家庭雇佣劳动、向政府购买住宅土地Lh
t 进行生产。假设房地产厂商

的生产函数为

Yh
t =Ah

t nh
t( )1-α

h
Lh

t-1( )αh (9)

其中,Ah
t 是技术进步率,αh 是房地产部门土地要素产出的弹性系数。其成本来自付给家庭部门劳

动力的工资总额以及购买土地的成本,因此企业利润函数满足

πh
t =qh

tYh
t -wh

tnh
t -Ph

tLh
t

其中,Ph
t 代表住宅用地出让价格,厂商利润最大化,可以得到

wh
t = 1-αh( )qh

tYh
t/nh

t (10)

4.政府部门

地方政府有两种收入来源:一是政府通过在土地市场上出让土地来获得收入,二是地方政府拥有的

初始财政收入 (revt)。 政府支出主要是政府自身的消费支出,因此政府的预算约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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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tLh

t +Pc
tLc

t +revt=Gt (11)

其中,政府每期的土地出让面积设定为常数,为了简化将土地出让总量标准化为1,即Lh
t +Lc

t=1。
由于政府存在换届问题,政府官员变更会带来政策不确定性,从而导致政府跨期决策短视化,因此政府的

决策可设定为

Vt=
 

max
Gt,L

c
t

 

ut+βEtσt+1Vt+1 (12)

其中,借鉴石光等[21]的做法,设定σt+1 为t+1期政府官员留任的概率。σt 外生给定,σt ∈ [0,1],那
么1-σt 为换届概率,即政府官员的变更频率。地方政府是部分自利的,其效用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晋升

带来的效用,“晋升锦标赛”表明官员晋升激励主要来自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达到晋升激励,必然

追求尽可能大的地区产出,因此将地区产出作为效用的一部分[19];二是地方政府的消费也会带来效用,
因此地方政府的效用形式为ut=γlnYc

t+φlnGt。其中,为了与家庭效用函数的形式保持一致,采用对数

加总形式设定政府效用函数,γ、φ代表产出、政府消费的效用权重。根据式(12)得出最优的跨期决策满足

Ph
t/Pc

t =Etσt+1βγαcGt( )/φPc
tLc

t( )+1 (13)

5.市场出清与均衡求解

市场均衡时,各个市场均满足出清条件。其中,生产部门生产的商品用于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型支

出,房地产部门生产的住宅为现存住房存量。市场出清条件为
 

Yc
t =Ct+Gt

Yh
t =ht- 1-δ( )ht-1

Lh
t +Lc

t =1

■

■

■

||
||

(14)

可以得出住宅用地出让价格与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之比满足

Ph/Pc =σβγαc/φ×G/(PcLc)+1 (15)

G/PcLc( )=(1/αc)(1- jδξc 1-αh( )[ ]/{[1-β(1-δ)]ξh(1-αc)}) (16)
其中,式(16)由固定的参数构成,其值始终大于0,因此由式(15)可以看出住宅用地出让价格与工业

用地出让价格之比大于1,且官员变更的概率越大 (σ越小),住宅与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之比越小,即本文

研究的对象———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缩小。
土地出让收入和相关税费是政府部门收入的组成部分,因此地方政府官员有动机和能力通过影响土

地出让来改善财政收入并推动地区经济发展[2]。在“晋升锦标赛”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官员需在任期内不

断提高政绩并实现晋升,而“高住宅用地价格与低工业用地价格”的政策搭配可从住宅市场、人口流动、产
业转移等多个方面帮助地方政府官员实现政绩目标[1]。地方政府官员任期越长,越易引起地方政府官员

盲目利用土地出让获取短期利益,最终导致中国土地市场中不同用途的地价产生巨大差异。然而,当地

方政府官员频繁变更时,不同官员具有不同的政绩倾向和执政能力,尽管这带来了政策不确定性,但也为

地方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思路和潜在约束,促使地方政府官员关注地区真正的发展需求,因地制宜、因城施

策,进而减少地方政府官员对土地市场的盲目干预,有利于缩小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
结合理论模型和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假说:

H1:官员变更频率增高引致的政策不确定性,有利于直接缩小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

(二)影响机制分析

土地是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资源要素,而地方政府掌握着土地使用权,因此地方

政府主政官员对土地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行政干预。从地方政府官员角度来看,地方政府官员倾向于采

取“高住宅用地价格与低工业用地价格”的政策搭配实现提高财政收入和促进工业发展两大目标[1]。从

微观企业角度来看,土地要素是工业企业生产成本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当地方政府官员能够以较低的

价格向工业企业出让工业用地时,有利于吸引大量工业企业进入与集聚。因此,不论是地方政府官员出

于土地财政或土地引资目标,还是企业出于降低成本等目标,土地出让过程中易产生浓厚的政企合谋效

应。但政企合谋关系需要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之间多年经营才能稳固,因此地方政府官员任期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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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换届率越低,越有利于地方政府官员搭建政企合谋关系网络,进而联合企业共同影响土地市场发

展[19]。而地方政府官员变更或变更频率增加,不仅引致政策不确定性,也不利于地方政府官员搭建和维

护政企合谋关系网络,进而削弱政企合谋效应[5]。
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之间可通过多种途径在土地市场达到“双赢”目标[19](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途

径):第一,为合谋企业寻求更便宜的土地而低价征用土地;第二,合谋企业以低价圈占远超需求的大量土

地;第三,地方政府官员提前将土地出让信息透露给合谋企业。这些途径将不断降低工业用地价格。同

时,地方政府官员又通过提高住宅用地价格和刺激住房需求来激励房地产行业发展,也有动机和房地产

企业合谋操纵房地价格,使地方政府官员获得显性的财政收入和隐性的个人回报,而房地产企业获得高

利润。综上所述,政企合谋效应越强,越不利于土地市场化发展。随着地方政府官员变更频率增高,地方

政府官员与企业间的关系网将不再稳固[9],政企合谋效应不断削弱,进而有利于缩小住宅—工业用地出

让价格“剪刀差”,促进土地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假说:

H2:官员变更频率越高越能够削弱政企合谋效应,进而缩小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部分研究重点是通过实证检验官员变更频率增高引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土地出让价格“剪刀差”
的影响,根据研究假说,本文设定的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jdcit=α0+α1bgit+λj∑
n

j=1Zjit+μi+νt+εit
 (17)

其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jdcit 为土地出让价格“剪刀差”,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bgit 为官员变

更频率,为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是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Zj 为控制变量的集合;μi 为不随时间变

化的地区固定效应;νt 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模型残差项。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土地出让价格“剪刀差”(jdc)。 结合理论模型中的设定,本文采用平均住宅用地出让价格和平均工

业用地出让价格之比(即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中国土地市场网中

每宗出让土地的地址匹配至所在城市,再根据成交类型进行分类,将不同类型出让土地的成交价格与成

交面积在城市层面先加总再平均,最终得到地级市层面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的平均出让价格。

2.解释变量

政策不确定性(即官员变更频率)(bg)。 本文采用地级市的县(区)委书记变动比例衡量城市内部官

员变更频率,以此代表政策不确定性。已有文献采用官员是否变更的虚拟变量作为政策不确定性的指

标,但是这种衡量方式只能定性地表述政策不确定性,无法定量地衡量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程度,并且县

(区)委书记是土地出让中的决定因素,因此借鉴杨海生等[22]的做法和贴合理论模型,本文将县(区)委书

记的变更比例作为地级市层面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

3.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研究,土地出让价格可能受地区经济状况、市场发育程度等因素影响[23]。因此,本文的控

制变量包括:工业发展水平 (gy),利用工业增加值的对数衡量地方工业发展状况;商品房投资水平

(ft),利用商品房投资额与地区年末总人口之比衡量,商品住宅投资是影响住宅用地出让价格的重要因

素;收入水平 (sr),利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对数衡量,收入水平与房价变动相关;地区财政支出水平

(cz),即地区财政支出与生产总值之比,本文的理论模型设计中表明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
与财政支出水平相关,地区的财政支出水平越高、财政压力越大,政府越希望影响土地市场增加财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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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经济环境 (gdp),利用人均生产总值衡量。地区经济环境越好,投资需求越旺盛,企业集聚效应更

强,可能会增加土地出让规模;“招拍挂”土地数量 (zpg),利用城市以“招拍挂”形式出让的土地宗数的

对数衡量,相比于“招拍挂”方式,协议出让方式留给地方政府更多的操控地价的空间;土地生产率 (scl),
利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之和与建成区面积之比衡量,土地生产率越高,土地出让价格也

就越高;市委书记变更 (rep),该变量为0—1虚拟变量,其中该年该市委书记发生变更则为1,反之为0,
进而控制市委书记对县(区)委书记变更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为检验本文提出的假说H1,选取2009—2018年全国21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本文从中国

土地市场网收集整理了2009—2018年土地出让数据①,每条观测值包括地块所在地、土地面积、土地来

源、土地用途、供地方式、行业分类、土地级别、成交价格及合同签订日期等特征数据。使用爬虫技术获取

和整理土地交易数据时发现,部分城市数据缺失严重,经过校对发现部分城市土地交易数据异常,因此本

文对土地交易数据进行了缩尾处理,另外对于后来设立或者合并的城市数据,从样本中删除,剔除异常值

后,共获得137万个土地交易观测值。市委书记、县(区)委书记的特征数据从政府网站、人民网、新华网

等各种渠道手工收集。之所以考虑以市委书记、县(区)委书记作为研究样本,是因为中国一直坚持“党对

一切工作的领导”原则,以及现实政府工作中“书记”的实际领导作用,市委书记、县(区)委书记是一个城

市、一个地区最重要的微观能动主体,在政府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其个人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偏好会直接

影响政府跨期决策。控制变量等其他数据均来自2010—2019年各个城市统计年鉴以及2009—2018年

各个城市的统计公报。

图1 2009—2018年样本城市工业与住宅土地平均出让价格

本文选取的样本城市2009—2018年工业和住

宅用地平均出让价格如图1所示,住宅地价处于快

速增长趋势,从2009年的1
 

143元涨至2018年的

3
 

272元,增长了近两倍,但工业地价长期较低。图

1显示工业地价与住宅地价的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

显著的“剪刀差”,这也为本文研究内容提供了一定

的事实依据。

图2 官员变动频率及任期

本文选取的211个城市在2009—2018年共发

生了2
 

087次县(区)委书记变更,平均每年有10%
左右的县(区)委书记发生变动。而全国在2009—

2018年共发生了641次市委书记变动,平均每年有

27.7%的市委书记发生变动。图2展示了2009—

2018年间县(区)委书记变动的频率以及市委书记

变动频率、平均任期。市委书记的平均在任时间为

3年,其中2010和2011年的平均在任时间最长。
图中显示县(区)委书记、市委书记的变更频率总体

趋势基本一致,但县(区)委书记的变更频率较低。
从县委书记变更频率来看,2012和2017年是官员

变更频率最高的年份,而这两年均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代会”)召开的年份。这说明党代

会召开也是官员变更的重要时间节点,因此后文进一步检验了党代会对土地出让价格“剪刀差”的影响。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其中,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的最小值为1.866,最

大值为27.430,平均值为8.244,说明中国城市工业用地出让价格远远低于住宅用地出让价格,且差距较

大,比较符合中国现状以及本文的模型设定。官员变更频率的均值为0.127,与上文统计的每年县(区)
委书记的平均变更频率较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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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观测值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jdc 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 2
 

110 8.244 4.440 1.866 27.430

bg 官员变更频率/政策不确定性 2
 

110 0.127 0.198 0 1.000

gy 工业发展水平 2
 

110 6.373 0.973 2.358 9.070

ft 商品房投资水平 2
 

110 0.587 0.857 0.004 7.976

sr 收入水平 2
 

080 10.654 0.397 8.508 12.678

cz 财政支出水平 2
 

110 0.188 0.105 0.039 1.575

gdp 经济环境 2
 

110 45
 

137.210 31
 

873.190 99.000 256
 

877

zpg “招拍挂”土地数量 2
 

063 3.989 1.590 0 9.575

scl 土地生产率 2
 

110 25.300 67.061 0.283 2
 

621.193

rep 市委书记变更 2
 

110 0.273 0.446 0 1.000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官员变更频率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与土地出让价格“剪刀差”之间的实证结果见表2。从第(1)(2)
列的结果来看,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双向固定效应下官员变更频率 (bg)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官

员变更频率每提升1个单位,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之比降低0.788个单位①。并且中国工业用地出

让价格始终小于住宅用地出让价格,因此实证结果说明地方官员变更频率增高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将明

显缩小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本文的假说H1成立。在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政绩考核体系

下,地方官员在任期间为了实现晋升,往往会寻求“以地引资”来加快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同时为了财政收

支平衡提高住宅价格实现“以地生财”,这其中都离不开企业的参与,因此官员留任概率越高、变更频率越

低的情况下,政企合谋效应强烈[19]。但是,变更频繁并不利于长期稳定政企关系的建立与维护[7],新上

任官员需要在新一轮的政治周期中再次建立新的政企关系网络,短期内将减少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干预,
进而缩小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控制变量方面,工业水平、收入水平、财政支出水平、经济

表2 基本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1)jdc (2)jdc (3)zp (4)ip

bg

gy

ft

sr

cz

gdp

zpg

-0.579* -0.788** -0.089*** 0.011*

(-1.70) (-2.32) (-2.61) (1.80)

1.051*** 0.082** -0.016**

(2.59) (2.00) (-2.11)

-0.212 -0.024 -0.001
(-1.28) (-1.49) (-0.28)

0.268 0.038* 0
(1.31) (1.84) (0.10)

  3.983***  0.499*** -0.007 
(3.29) (4.09) (-0.31)

 0***  0** 0
(4.24) (2.40) (1.14)

-0.305*** -0.034*** 0.001
(-3.45) (-3.91) (0.92)

变量 (1)jdc (2)jdc (3)zp (4)ip

scl

rep

ip

zp

常数项

R2

观测值数

 0.002*** 0* 0
(2.58) (1.74) (-0.84)

-0.036 -0.008 0.001
(-0.24) (-0.56) (0.37)

0.310***

(8.78)

0.024***

(17.81)

 6.092*** -2.947 4.263*** 0.218***

(29.92) (-0.94) (11.63) (3.71)

0.266 0.289 0.594 0.413

2
 

110 2
 

033 2
 

033  2
 

033

注:1.***、**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2.()内为t值。

3.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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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控制变量后为非平衡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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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土地生产率都会扩大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而商品房投资水平、“招拍挂”土地数量、
市委书记变更会缩小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为了更进一步验证官员变更频率对住宅和工

业用地价格的影响,本文分别考察了官员变更频率对住宅用地价格 (zp)、工业用地价格(ip)的影响①。
由于两种土地市场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回归中分别加入另一种用地价格作为控制变量,回归结果

报告在第(3)(4)列。从结果来看,官员变更频率越高,越能显著降低住宅地价、提高工业地价,有利于缩

小土地出让价格“剪刀差”。

(二)异质性分析

1.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

中国国土广阔,城市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土地出让也呈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如大型城市的房地产市

场需求较大,而中小城市的工业发展潜力较大。因此,不同城市规模、官员变更频率对土地出让价格“剪
刀差”的影响也不同。本文将样本城市分为超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三类进行异质性回归②,回归结

果见表3。
从城市规模异质性结果来看,只有中小城市官员变更频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

负,和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而超大城市和大城市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官员变更频繁引致

的政策不确定性在不同城市规模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这种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小城市土地出让价格“剪
刀差”的影响最为显著。这是因为中国中小城

市尽管发展起点较低,但发展潜力更大,随着国

家区域协调发展系列政策的出台,中小城市地

方政府官员更有动力在土地出让方面寻求晋升

机遇,也更有实施政企合谋的动机,一旦提高中

小城市官员的变更频率,就会引起更大的政策

不确定性进而显著影响中小城市的土地出让价

格“剪刀差”。而大型以上的城市,土地市场发

育程度较高,操作空间较小,使得政策不确定性

对土地出让价格“剪刀差”的影响存在但不显著。

表3 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1)超大城市以上 (2)大城市 (3)中小城市

bg

常数项

R2

观测值数

-1.976 -0.571 -1.084**

(-0.90) (-1.18) (-2.21)

-27.406 -0.009 -2.332
(-0.79) (0) (-0.51) 

0.597 0.229 0.370

80 1
 

004 949

注:1.**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

2.()内为t值。

3.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已控制,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留存备索。

2.区域异质性分析

中国不同区域均有不同的资源禀赋特征,东部地区或南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往往较高,因此

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来观察不同区域的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土地出让价格“剪刀差”的
异同,此外本文同时考虑了现有文献鲜少关注的南北方差异③,区域异质性的检验结果如表4。

表4 地区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1)东部地区 (2)中部地区 (3)西部地区 (4)南方地区 (5)北方地区

bg

常数项

R2

观测值数

-1.269** -1.176** -0.274 -1.109** 0.175
(-2.15) (-2.33) (-0.42) (-2.37) (0.36)

-2.777 -11.625** 3.527 -2.540 0.867
(-0.40) (-2.29) (0.70) (-0.50) (0.21)

0.379 0.441 0.193 0.349 0.219

729 632 672 1
 

124 909

注:1.**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

2.()内为t值。

3.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已控制,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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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住宅、工业用地价格方差较大,为了更好地进行回归分析,本文在此处对住宅、工业用地价格分别取对数再进行回归。

 

根据国务院于2014年10月29日印发的《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中明确提出的城市划分标准,即新的城市规

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由于超大城市只有上海、重
庆、北京、深圳、广州、天津和成都,样本较少,考虑到更好地拟合,本文将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样本合并,也将中小城市合并处理。

 

按照秦岭—淮河的标准将样本划分成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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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第(1)~(3)列结果可知,只有东部、中部地区官员变更频率能够显著降低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

格“剪刀差”,而西部地区官员变更频率的系数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从第(4)(5)列结果可以发现,南
方地区官员变更频率也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北方地区同样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官员变更频率

能够显著影响土地出让价格“剪刀差”。这说明整体经济越发达越开放的地区,官员变更频率增高引起的

政策不确定性有利于缩小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而欠发达地区政策不确定性对土地出让价

格“剪刀差”的影响并不稳定。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第一,宏观环境也有可能影响城市地价差异,为此,本文通过控制省

份固定效应以缓解宏观系统性环境的变化,结果见表5第(1)列。第二,前文中的回归均采用稳健标准

误,本部分则进行聚类标准误进一步处理异方差的问题,回归结果见表5第(2)列。第三,考虑到直辖市

行政级别的特殊性,其与其他地级市经济政治的条件均有所不同,剔除直辖市样本后进行回归分析,结果

见表5第(3)列。第四,目前商住两用的土地已经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考虑到部分商服用地也会被

人们用来居住,因此将住宅和商服用途的土地出让数据合并成新的平均住宅地价,再与工业平均地价构

建新的被解释变量进行估计,结果见表5第(4)列。系列检验结果显示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表5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1)控制省份 (2)聚类处理 (3)剔除直辖市 (4)替换被解释变量

bg

常数项

省份固定

R2

观测值数

-0.788** -0.701* -0.822** -0.798**

(-2.43) (-1.87) (-2.42) (-2.02)

-2.103 -2.389 -2.906 -2.974
(-0.59) (-1.00) (-0.93) (-0.81)

是 否 否 否

0.634 0.291 0.287

2
 

033 2
 

033 2
 

003 2
 

033

注:1.**和*分别表示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2.()内为t值。

3.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已控制,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留存备索。

(四)进一步分析:政治周期影响

考虑到党代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党代会召开年份也是官员变更的重要时间节点,参考徐业坤等[6]的

做法,将五年一次的党代会作为政治周期,引入4个虚拟变量刻画党代会的影响。如果党代会在当年召

开,cpc取1,否则取0;党代会召开前两年,b2 取1,否则取
 

0;党代会召开前一年,b1 取1,否则取
 

0;党
代会召开后一年,a1 取1,否则取

 

0。本文的样本期间是2009—2018年,期间共召开过两次党代会,因此

将2012、2017年召开的党代会分别作为第一、二个政治周期的起始时间。由于政治周期具有强烈的时间

趋势,本文在此没有控制时间变量。
表6第(1)(2)列分别利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检验了党代会的政治周期对土地出让价格“剪刀差”

的影响。可以看出,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随党代会的召开呈现政治周期性,党代会召开前

两年、前一年以及召开当年,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缩小,而在党代会召开后一年,住宅—工

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明显增大,此时官员的变动已经确定,新任官员存在显著的绩效冲动,更希望与

企业联合,更有倾向使用积极甚至激进的土地出让政策,进而有可能加大土地价格“剪刀差”。从第(3)
(4)列的结果发现,官员变更频率的系数为负,表明控制党代会召开的周期性后,官员变更频率仍然会对

土地出让价格“剪刀差”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党代会的召开与官员变更频率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不

能完全等同①。从图2也可发现,官员变更时间点也不是完全集中在党代会召开前后年份,每一年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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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未将党代会的周期性加入控制变量作为基准回归的原因是基准回归中已经控制时间变量,减少了时间趋势对结论的影响,
在这部分为了研究党代会的时间周期性并没有控制时间,两者之间并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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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上的官员发生变动,党代会的政治周期只能辅助反映官员变更情况。
表6 政治周期检验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1)随机效应 (2)固定效应 (3)随机效应 (4)固定效应

bg

b2

b1

cpc

a1

常数项

地区固定

R2

观测值数

-0.751** -0.799**

(-2.09) (-2.23)

-1.132*** -1.055*** -1.127*** -1.049***

(-5.27) (-4.91) (-5.25) (-4.89)

-0.640*** -0.622*** -0.647*** -0.629***

(-3.01) (-2.94) (-3.04) (-2.98)

-0.291 -0.333 -0.196 -0.232
(-1.35) (-1.56) (-0.89) (-1.07)

0.476** 0.382* 0.489** 0.396*

(2.20) (1.77) (2.27) (1.83)

-3.078 -3.240 -2.961 -3.133
(-1.22) (-1.11) (-1.18) (-1.08)

否 是 否 是 

0.188 0.190

2
 

033 2
 

033 2
 

033 2
 

033

注:1.***、**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2.()内为t值。

3.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留存备索。

(五)影响机制检验:政企合谋效应

在基本回归结果和政治周期检验中,县(区)委书记变更频率增高引致的政策不确定性有利于缩小住

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理论分析中也表明地方政府官员与工商企业、土地市场之间关系紧密。
本文进一步检验政企合谋的影响机制,即探讨官员变更频率增高引致的政策不确定性,是否通过削弱政

企合谋效应的机制影响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本文主要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政企合谋效

应进行实证检验。具体的回归模型如下:

Mit=β0+β1bgit+λj∑
n

j=1Zjit+μi+νt+εit (18)

jdcit=δ0+δ1bgit+δ2Mit+λj∑
n

j=1Zjit+μi+νt+εit (19)

其中,Mit 代表中介变量(政企合谋效应变量)。通常来说,官员任期对其政策手段产生重要影响[7],
官员任期越长,越有可能和当地企业建立起利益关系网,从而越容易形成政企合谋[17]。首先,引入城市

官员任期 (rq)代表政企合谋效应,利用一个城市中所有县(区)委书记的平均任期衡量,单个县(区)委书

记任期用卸任年份减去上任年份衡量①。另外,官员的非正常换届会加剧政策不稳定性[15],从而影响政

企合谋的效果。本文参考张豪等[24]的做法,先将离任县(区)委书记任期低于5年的样本视为非正常换

届,记为0,否则为1,然后将一个城市中所有县(区)委书记是否正常换届加总至城市层面,再进行平均得

到城市官员正常换届率 (rq5)作为政企合谋效应的另一代理变量。
合谋效应的实证结果如表7所示。从第(1)(3)列可发现,官员变更频率增高引致的政策不确定性显

著削弱了政企合谋效应,当发生官员频繁变更时,不仅带来政策不确定性,更有利于打破原有的政企合谋

关系。第(2)(4)列结果中,政企合谋效应的两个代理变量 (rq、rq5)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主要

解释变量 (bg)的系数不显著,说明政企合谋效应在官员变更频率影响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

差”的过程中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即政企合谋效应是官员变更频率影响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

差”的一个有效渠道,这也就意味着官员任期越长,官员越有足够的时间建立政企关系网络,通过发挥政

企合谋效应操控土地出让市场,将加大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反之,官员变更频繁将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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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委书记上任年份计算到具体月份,如县(区)委书记在1—6月就职,其任期按照当年计算,如在7—12月就职,则从第二年

开始计算任期。卸任年份的计算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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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合谋效应,有利于缩小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从而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H2。

表7 合谋效应检验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1)rq (2)jdc (3)rq5 (4)jdc

bg

rq

rq5

常数项

R2

观测值数

-4.134*** -0.154 -0.602*** -0.449 
(-32.15) (-0.36) (-18.35) (-1.22)

0.153**

(2.47)

0.562**

(2.31)

2.472** -3.326 -0.230 -2.818
(2.08) (-1.06) (-0.76) (-0.90)

0.511 0.291 0.362 0.291

2
 

033 2
 

033 2
 

033 2
 

033

注:1.***和**分别表示1%和5%的显著性水平。

2.()内为t值。

3.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已控制,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留存备索。

五、结论与启示

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地方官员出于晋升压力和对政绩的强烈

追求,存在低价出让工业土地、高价出让住宅土地的行为动机,同时发挥政企合谋效应不断“以地引资、以
地生财”,快速实现政绩目标。尽管在不同阶段的地区发展目标下,这种干预行为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但
过多的政府干预并不利于土地市场健康发展。促进中国土地市场健康运行需要土地市场内外联动改革。
本文从官员变更频率的视角揭示了中国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的主要原因,地方政府官员是

土地出让市场中不可或缺的角色,随着官员对土地出让市场的干预越来越多,土地出让价格也会偏离市

场发展趋势,进而导致土地出让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而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官员变更频

率增高尽管会带来政策不确定性,但也有利于约束官员与企业的行为,削弱政企合谋效应,进而有利于缩

小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稳定住宅土地价格、提高工业土地价值。本文研究结论具有以下

政策启示:
(1)完善官员治理制度,规范地方政企关系。第一,加强地方政府官员在地区间的轮换与交流,充分

发挥官员变更的积极效应,通过提高官员变更频率抑制政企合谋效应,有效维持地区土地市场乃至社会

与经济系统平稳运行。此外,完善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在目前多元化的社会治理目标下,地方政府官员不

应再以GDP论英雄,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应与城镇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等目标有机结合。第二,官
员变更频率增高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是一把“双刃剑”,需趋利避害。官员变更频率增高,将有利于合理

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地方政府需积极引导各类市场有序竞争,同时也需加强对地方政府各级官员的

约束与管理,规范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之间的关系,并推动地方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进而为地方社会

与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2)推进土地制度市场化改革,激发土地市场活力。第一,积极建立公平竞争的土地市场环境,推进

土地制度市场化改革。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合理配置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的比例,优化土地

出让结构,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在工业用地方面,政府应减少盲目引资,关注投资项目质量,引导工

业企业公平有序竞争,进而完善本地营商环境。在住宅用地方面,政府应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督与指

导,适当出台房价调控政策,同时积极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吸引人口流入,进而建设宜居新城新区。第二,
地方政府应转变“以土地出让为中心”的粗放式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减少地方官员对土地市场的过度干

预,逐步缩小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促进土地市场协调健康发展。土地资源只能带来短期

利益,地方政府官员需重视土地之上的产业发展,依据地区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积极推动特色产业发展

与升级,进而实现每一块土地的最大效益,激发土地市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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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China
 

wiel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ve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pressure
 

for
 

promotion
 

and
 

the
 

pursuit
 

of
 

political
 

performance
 

may
 

lead
 

these
 

officials
 

to
 

engage
 

in
 

practices
 

such
 

as
 

transferring
 

industrial
 

land
 

at
 

low
 

prices
 

and
 

residential
 

land
 

at
 

high
 

prices.
 

They
 

might
 

exploit
 

collus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o
 

rapidly
 

achieve
 

their
 

political
 

goals
 

by
 

“attracting
 

investment
 

with
 

land
 

and
 

generating
 

wealth
 

with
 

land”.
 

However,
 

the
 

stability
 

of
 

government-enterprise
 

relationships
 

takes
 

time
 

to
 

develop,
 

and
 

frequent
 

turnover
 

of
 

local
 

officials
 

introduces
 

policy
 

uncertainty
 

that
 

disrupts
 

previously
 

established
 

networks
 

between
 

officials
 

and
 

enterprises.
 

Therefore,
 

frequent
 

official
 

turnover
 

is
 

conducive
 

to
 

controlling
 

the
 

behavior
 

of
 

officials
 

and
 

enterprises,
 

weakening
 

the
 

collusion
 

effect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and
 

thus
 

reducing
 

the
 

price
 

scissors
 

of
 

residential-industrial
 

land.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official
 

turnover
 

frequency
 

on
 

land
 

transfer
 

price
 

discrepancies
 

using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a
 

fixed-effects
 

model
 

with
 

panel
 

data
 

from
 

211
 

cities
 

between
 

2009
 

and
 

2018.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1)
 

Increasing
 

the
 

frequency
 

of
 

official
 

turnover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price
 

gap
 

between
 

residential
 

and
 

industrial
 

land
 

sales.
 

This
 

paper
 

also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official
 

turnover
 

frequency
 

on
 

residential
 

and
 

industrial
 

land
 

prices,
 

showing
 

that
 

higher
 

turnover
 

rates
 

lead
 

to
 

more
 

pronounced
 

reductions
 

in
 

residential
 

land
 

prices
 

and
 

increases
 

in
 

industrial
 

land
 

prices,
 

thereby
 

corroborating
 

the
 

main
 

conclusions.
 

(2)
 

The
 

effect
 

of
 

official
 

turnover
 

frequency
 

on
 

land
 

price
 

discrepancies
 

varies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and
 

cities
 

of
 

various
 

size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increased
 

official
 

turnover
 

on
 

land
 

price
 

gaps
 

is
 

more
 

pronounced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compared
 

to
 

large
 

cities.
 

Moreover,
 

the
 

increase
 

in
 

official
 

turnover
 

frequency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substantially
 

reduces
 

the
 

price
 

gap
 

between
 

residential
 

and
 

industrial
 

land
 

transfers.
 

(3)
 

The
 

tim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also
 

influences
 

official
 

turnover.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price
 

gap
 

in
 

residential-industrial
 

land
 

transfers
 

follows
 

a
 

politically
 

cyclical
 

pattern
 

coinciding
 

with
 

the
 

holding
 

of
 

congresses.
 

Two
 

years
 

before,
 

one
 

year
 

before,
 

and
 

during
 

the
 

year
 

of
 

the
 

congress,
 

the
 

price
 

gap
 

decreases
 

continuously.
 

In
 

contrast,
 

the
 

year
 

after
 

the
 

congress
 

witnesse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price
 

gap.
 

(4)
 

The
 

results
 

of
 

the
 

mechanism
 

test
 

suggest
 

that
 

the
 

collusion
 

effect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through
 

which
 

the
 

frequency
 

of
 

official
 

turnover
 

affects
 

the
 

“scissor
 

difference”
 

of
 

residential-industrial
 

land
 

transfer
 

prices.
 

The
 

frequent
 

turnover
 

of
 

officials
 

will
 

weaken
 

the
 

collusion
 

effect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which
 

will
 

help
 

to
 

reduce
 

the
 

“scissor
 

difference”
 

of
 

residential-industrial
 

land
 

transfer
 

pric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research
 

are
 

pertinent
 

to
 

enhancing
 

official
 

governance
 

and
 

land
 

market
 

reform.
 

Building
 

on
 

the
 

findings,
 

this
 

paper
 

offers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irst,
 

enhancing
 

the
 

offi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regul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Strengthening
 

the
 

rotation
 

and
 

exchange
 

of
 

local
 

officials
 

can
 

harnes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official
 

turnover,
 

effectively
 

curbing
 

the
 

collusion
 

effect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hrough
 

policy
 

uncertainty,
 

thereby
 

ensuring
 

the
 

smooth
 

functioning
 

of
 

the
 

land
 

market
 

and
 

socio-economic
 

systems.
 

Second,
 

promoting
 

market-oriented
 

land
 

system
 

reform
 

to
 

invigorate
 

the
 

land
 

market.
 

Establishing
 

a
 

fair
 

and
 

competitive
 

land
 

market
 

environment
 

and
 

fostering
 

market-oriented
 

land
 

system
 

reforms
 

are
 

crucial.
 

Local
 

governments
 

could
 

tailor
 

measures
 

to
 

their
 

specific
 

conditions,
 

allocate
 

residential
 

and
 

industrial
 

land
 

proportions
 

reasonably,
 

optimize
 

land
 

concession
 

structures,
 

and
 

improve
 

l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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